
東歐的大規模私有化計劃已經走完了它的行程，私有部門成了經濟的主導

力量，分析家現在可以思考後共產時代私有化最重要的成敗得失了。對於這個

過程的成敗，以及是否應在另一些發展中國家積極鼓勵這種迅速而全面的私有

化，分析家人言人殊。本文對東歐和俄國的私有化進行評估，是為了回答大規

模私有化是否成功這個問題。我首先概括介紹一下東歐大規模私有化的方式，

這�所謂的「大規模私有化」，是指一種以直接出售和公開投標作為輔助手段的

全民分配機制（即「產權憑證」[vouchers]）。然後我要討論用來評估私有化的各種

標準。本文承認，私有化的實施情況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我認為學術界在

評估私有化時，對這種以不流血方式全面完成所有制變革的做法應給予更多的

尊重。

一　私有化的路徑

在評估大規模私有化方案時，應當把它同東歐的另一些私有化形式加以區

分，如小範圍的私有化和財產返還，因為兩者在規模和性質上有Ù重要區別。

大規模私有化是指以各種方式轉移大中型企業的方案，由此把大多數國有企業

變成私營部門1。「小規模私有化」是指對小商店、小飯店和小企業進行拍賣、公

開出售或直接賣給僱員，從而改變它們的所有權。「財產返還」則是指把生產性

財產或不動產免費返還給共產黨上台以前的所有者。

私有化革命當然不是起源於東歐，歐洲和拉丁美洲在80年代也曾普遍推

行。東歐私有化的特點在於它的規模和手段。後共產時代的私有化不是少數企

東歐私有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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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整個產業（如機場或電子行業）的轉移，而是把整個經濟轉移到私人手�。

由於私有化財產的規模，以及——如下面所介紹的——領導人急於完成此事，

產業私有化的一般手段肯定是不適用的。經常可以聽到政治家說，倘若採用常

見的私有化手段，縱然由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這樣雄心勃勃的熱心人

去實行，這個過程也得拖上數百年。

因此，東歐領導人必須設計出轉移財產的新機制。最具創新意念的是用產

權憑證向全民分配財產。這種經常被人稱為大眾私有化或產權憑證私有化的私

有化方式起源於捷克，此後除了匈牙利之外，幾乎所有推行私有化的國家都以

這樣那樣的方式加以效仿2。令人吃驚的是，在缺少先例的情況下，各不相同的

一大批國家，如亞美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格魯吉亞、哈薩克、吉爾吉斯、

立陶宛、摩爾多瓦、波蘭、羅馬尼亞、俄國、斯洛伐克、烏克蘭和烏茲別克，

都採取了用產權憑證向大眾全面分配財產的做法。

作為一種普遍模式，這種私有化憑證方案的操作過程如下：每個公民都有

權以免費或支付一點行政費的方式，得到一張註明數量或貨幣量的產權憑證。

然後他可以用這種產權憑證換取某個企業的股份和一份共同基金，在某種方案

下（如俄國的方案）也可以把它賣掉變現。得到產權憑證的人一般投資於自己住

地附近或自己工作的企業。對於用產權憑證交換股份，存在Ù一些正式和非正

式的限制。有時一個企業只有一部分股份可以用產權憑證進行交換，有時企業

經理規定只有當地居民能用產權憑證得到股份。在另一些情況下，雖然不存在

任何同居住地或僱員身份有關的限制，但這個過程受到經理的操縱，局外人（如

共同基金或非本地的投資者）無法用產權憑證獲得股份。產權憑證方案吸引了大

量公民，有時參與者的比例超過合資格公民的九成。民眾對此趨之若鶩，通常

是因為共同基金做出的那些短期內有很高回報的承諾。最初人們普遍可以得到

一份財產，但是由於管理人員和共同基金上下其手，或是由於政府官員的操

縱，它們很快就集中到了一部分人的手�。

政府官員之所以選擇產權憑證方案，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把財產賣給有

購買能力的人是不公正的，因此它在政治上無法接受。務必記住，在蘇聯式共

產制度下致富的人肯定是靠歪門邪道，幾乎無一例外。人們普遍認為，能夠積

累足夠的資本投資於產業的公民，要麼涉足於黑道，要麼是利用了黨政特權。

把國家財產賣給這個國內群體，將會動搖市場轉型的正當性。其次，把財產賣

給外國人同樣有損於私有化的正當性。對外國人取得產權的擔心有許多表現形

式。在波蘭和捷克，許多公民擔心國家財產會大量落入德國投資者的手中。在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享有名義所有權的多數人也害怕把國家財產賣

給住在當地或外國的俄國人。因此，政府在把財產轉為私有時，不能採用簡單

出售財產的辦法，因為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投資者，在政治上都難以讓人接

受。第三，出售財產的過程想必十分緩慢。為了把財產賣出去，需要獨立的估

值師確定每一家企業的價值，還要對出價人或投資者的可靠性和合法性進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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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改革的初期，政治家多不想採取漸進方式，而是希望盡快完成經濟轉

型，因此用出售的辦法進行私有化，是一種不可行的選擇。

於是前蘇聯集團的很多國家都採取了用產權憑證轉移大多數財產的方案。

也就是說，無論在哪個國家，產權憑證都不是把大中型企業的所有權轉移給私

人的唯一方式。另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是，企業內部的工人享有一些他們能夠

購買國有企業股份的有利規定。這經常是全民分配的另一種形式，股份即使不

是免費的，也跟白送差不多，因為在早期的惡性通貨膨脹情況下根本不用考慮

價格。此外，政府也把一些更傳統的方式作為全民分配的補充，如招標、拍賣

和直接出售給外國和國內投資者。

這些更常見的辦法作為主要的私有化方式雖然在政治上說不過去，但作為

全民分配方案的輔助手段卻是可行的。用大規模私有化的另一些方式去補充產

權憑證方案有Ù若干原因。首先，產權憑證的私有化並不總是導致全部企業股

份的轉移，剩餘的股份仍由國家掌握。對於那些看來沒有盈利的負債企業，公

民不想用自己的產權憑證去交換它的股份。國家為了把這些企業賣出去，經常

要承擔它們的壞賬。第二，國家不肯把一些盈利能力最高的企業，尤其是那些

涉及自然資源的企業，納入私有化的範圍，它希望通過出售股份，為企業吸引

投資。最後，有些政府為了給聯邦預算籌集資金，只好把當初打算保留在國家

手�的企業賣掉。

二　解釋私有化

既然有這麼多大規模私有化方案得到了全面實施，現在應當對它們做出怎

樣的評價？它們是否達到了預定目標？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當然要取決於你問

的人是誰。在90年代，凡是去過東歐的人，幾乎都能從媒體上看到強調私有化

失敗的報導；凡是同普通參與者交談過的人，都可以聽到類似的強烈批評。他

們因此會留下這樣的印象：人們已經形成了共識，私有化過程是一次慘敗，甚

至當初的鼓吹者也承認它的失敗，在自己的政策建議中已經不再強調私有化

了。但是，雖然這個地區對私有化存在Ù普遍的不滿，人們普遍認為俄國和東

歐的私有化搞得一團糟，腐敗現象無處不在，但是學術界、新聞界和當地居民

對於私有化有何結果，並沒有形成共識。部分原因是，人們不清楚應當如何評

價私有化。

如果把私有化視為達到特定經濟目標的手段，那麼對私有化結果的負面評

價就算不可避免，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的最初十年�，全面

的財產分配並未能使千百萬人免於貧困。按世界銀行的估計，在前蘇聯轉型的

頭五年�，窮人的數量增長了十四倍3。2000年世界銀行關於後共產國家貧困狀

況的報告估計，在經歷了十年的經濟轉型之後，大約有21%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

中，而1988年這一數字只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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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00年實質GDP（1989=100）

資料來源：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1 (London: EBRD, November 2001).

表1　轉型前後的基尼係數

國家 轉型前 轉型後

俄國 37.1 (1992) 45.6 (2000)

保加利亞 20.7 (1989) 31.9 (2001)

捷克共和國 20.1 (1988) 25.4 (1996)

愛沙尼亞 35.8 (1992) 37.6 (1998)

拉脫維亞 33.3 (1992) 32.4 (1998)

波蘭 26.7 (1989) 31.6 (1998)

烏克蘭 25.7 (1992) 29.0 (1999)

斯洛伐克 20.1 (1988) 25.8 (1996)

資料來源：M. Steven Fish,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Academic Consensus, A Bit of Evidence, and some Vexing Questions” (2004,

mimeographed).

同樣，私有化也不是為這些經濟體的生產帶來活力的靈丹妙藥。在經濟改革

的最初五年�，東歐的累計經濟產出下降了15%，前蘇聯各共和國下降了50%5。

如圖1所示，實行大規模私有化方案的國家，在2000年仍未恢復到1989年的生產

水平，只有波蘭除外——有意思的是，它是一個在推行私有化上不那麼勁頭十

足的國家。事實上，在實行私有化過程的資本主義改革十年之後，大多數前共

產國家都把它們在共產制度結束時具有的能力搞得千孔百瘡。如果我們還記

得，共產黨管理的經濟經常被人說成是導致蘇聯式經濟體制崩潰的主因，那麼

看到這些經濟體無法恢復到1989年的生產水平，真是讓人百感交集。

此外，如表1所示，私有化時期的經濟不平等也日趨嚴重。儘管實行了全民

分配的私有化方案，基尼係數在90年代卻有不同尋常的增長。換言之，通過產

權憑證方案——絕大多數實行私有化的國家採用的標準方案——全面分配國有

資產，並沒有像一些投資基金經理和政治領導人讓人們期待的那樣，使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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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大一部分人富裕起來6。總之，如果在評價私有化依據的目標是，它是否使

人們普遍擁有資產和財富，使經濟——尤其從中長期角度看——得到了恢復和

振興，那麼可以說，東歐和前蘇聯幾乎沒有提供成功的事例。

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當然有理由根據這些具體的經濟指標去判斷一場宏

大的結構變革。對於學術界來說，根據經濟的整體表現（即GDP表現）或基尼係

數去判斷私有化，也許是評估這個地區私有化成績的一種很不嚴格的方式，但

是那些受私有化影響最大的人，把私有化跟90年代的經濟大滑坡聯繫在一起，

抱怨這個過程沒有對經濟狀況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卻是可以理解的。

全國性的民意調查表明，在社會和經濟的各個層面，對大規模私有化的後

果都存在Ù深深的挫折感7。為了更形象地說明問題，不妨看看它給捷克、斯洛

伐克、波蘭和俄國帶來的後果。在捷克頗受尊重的民意研究所（IVVM）在1999年

8、9月間進行的調查發現，雖然接受調查的多數捷克人（51%）「相信私有化是必

要的」，但大多數人認為它在以下方面都起Ù負面作用：62%的捷克受訪者同

意，私有化過程導致了資產的錯誤歸屬（只有13%的人不同意）；54%的人認為私

有化之後公司的管理變得更糟了（只有13%的人認為有改善）；42%的人說私有化

損害了捷克的出口；有72%的受訪者把勞動力市場的惡化同私有化聯繫在一起

（只有8%的人持相反意見）8。民意研究所此前在斯洛伐克進行的一次調查也表

明，85%的斯洛伐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對私有化過程表示不滿（只有8%的人表示

滿意）。在同一次調查中，只有微不足道的2%的斯洛伐克人認為，政府達到了改

善斯洛伐克人生活水平這一私有化目標9。

波蘭人對私有化的否定態度不像捷克或斯洛伐克那樣嚴重，但否定者仍多

於肯定者，而且否定者的比例還在上升。據波蘭民意研究中心（CBOS）報導，在

2000年8月接受調查的波蘭人中，有35%的人認為私有化對經濟有害，只有21%

的人認為它有正面作用bk。這些數字在2001年9月大體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在另

一些具體的私有化問題上，人們的回答變得十分否定，例如有53%的人回答說，

私有化主要養肥了一幫「騙子和拆白黨」；75%的受調查者認為，人民是私有化的

「最大受害者」bl。

俄國民眾對私有化結果的不滿也反映在民意調查的數據中。2000年的一項

調查（由民意基金會進行）顯示，58%的俄國人對私有化的結果不滿，而且同意應

當對俄國的私有化結果進行修正，只有21%的人表示不同意bm。更令人吃驚的

是，民調數據中經常反映出人們普遍希望廢除私有化帶來的結果。全俄民意研

究中心（VTsIOM）在199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有70%的人「贊成把1992年以

來實現了私有化的重要公司重新國有化」，而反對把私有財產國有化的人只佔

15%bn。區域政治研究所（ARPI）在2000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63%的受訪

者贊成把一些私人公司國有化的觀點（只15%的人反對）bo。西方學者的調查研究

也顯示了擁護私有化的人數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例如，在德巴特萊本（Joan

Debardeleben）等人從1995年12月至1996年1月在俄國進行調查得到的數據中，只

有9%的受訪者明確支持私有化的觀點，20%的人表示有條件的支持，而認為私

有化是一種錯誤觀點的人達到了45%bp。

全國性的民意調查表

明，在社會和經濟的

各個層面，對大規模

私有化的後果都存在

p深深的挫折感。

1999年調查中，62%

的捷克受訪者同意，

私有化過程導致了資

產的錯誤歸屬；54%

的人認為私有化後公

司管理變得更糟。在

2000年接受調查的波

蘭人中，有35%的人

認為私有化對經濟有

害。2000年的調查顯

示，58%的俄國人不

滿私有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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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私有化的學術評價

西方學術界對後共產時代私有化的評價更為複雜。研究市場轉型的學者，

對私有化的宏觀和微觀結果往往給予嚴厲的批評。比如一些研究發現，從產品

組合、營銷策略等方面衡量，私有化之後的企業並不比國有企業更願意進行結

構調整。還有一些研究得出結論說，企業業績在私有化以後沒有表現出實質性

的改進bq。此外，很多更全面地討論經濟轉型和私有化的著作認為，私有化的失

敗和這一過程中的腐敗現象是不可避免的br。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捷克的企業

經過私有化以後的所有制結構，同公司業績的改進無關bs。

對這些可憐的結果有各種解釋。例如，德巴特萊本從討論俄國私有化以後

企業改組不佳的文獻中歸納出了三種解釋：內部人管理；偽市場環境或腐敗；

管理技能低下bt。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認為，

產權憑證這種私有化方案的設計有Ù嚴重缺陷，即企圖依靠「售後維修」去改進

產權憑證私有化最初導致的無效分配ck。他的意思是，事先就應當更加留意國有

財產分配之後新所有人的狀況和隨之產生的公司治理結構的效率。經濟學家

卡茨（Barbarah Katz）和歐文（Joel Owen）也強調基本的設計缺陷，認為大規模的

產權憑證私有化根本沒有條件導致有益的經濟成果cl。韋斯（Andrew Weiss）和

尼基京（Georgiy Nikitin）也懷疑產權憑證的私有化方式，能否避免資產縮水和猖

獗的盜竊現象cm。在對私有化之後的企業業績和公司治理的批評性評價以及一些

較為積極的評價中，也存在Ù一些不同的觀點，我們下面就會談到cn。

有一些負面評價不太重視大規模私有化方案的設計問題，而是強調人們忽

視了在私有產權制度中培育基本的市場特徵。換言之，不應當因為宏觀經濟後

果或有限的產業改制而指責私有化本身，而應當把問題歸咎於缺少開放的競爭

性環境、國內創業缺乏活力、企業缺少競爭性市場的壓力以及企業不願意向國

內的經濟體投資co。還有一些學者指出了金融機構的薄弱和投資水平太低cp。這

些研究認為，由於宏觀經濟和結構上的弱點，私有化不可能達到它的目標；改

變所有制固然不可或缺，但它並不是激勵有效利用財產的充足條件cq。

少數研究者也強調國家的軟弱無力和經濟中缺少競爭，但在評價一個國家

或整個地區的私有化成果時卻持十分肯定的態度。這種研究思路不提快速而全

面的私有化選擇——可以把它視為所謂華盛頓共識的一部分。持這種立場的人

認為，根本不存在從根本上不適宜私有化的東西，或較為溫和地說，不存在另

一種更正確的選擇。這種觀點是令人生疑的，假如它同那些參與私有化過程或

為其出謀劃策的活動家聯繫在一起，就更是如此。這種懷疑態度是基於一項假

設：有人不願意為設計不佳的過程承擔責任。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指責缺少競

爭或沒有適當關注市場制度，是不是西方顧問和投資者用來推卸責任——當地

的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所鼓吹的私有化方案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一種手段？

他們很可能不想推卸責任。也就是說，否認責任不是問題所在。沒有甚麼

需要逃避的恥辱，只有供人享用的信譽。給俄國人出謀劃策的大牌顧問，如阿

斯隆德（Anders Aslund）、施萊費爾（Andrei Shleifer）和布拉西（Joseph Blasi）等人

很多更全面地討論經

濟轉型和私有化的著

作認為，私有化的失

敗和這一過程中的腐

敗現象是不可避免

的，應當把問題歸咎

於缺少開放的競爭性

環境、國內創業缺乏

活力、企業缺少競爭

性市場的壓力以及企

業不願意向國內的經

濟體投資。少數研究

者也強調國家的軟弱

無力和經濟中缺少競

爭。這種態度是基於

一項假設：有人不願

意為設計不佳的過程

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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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私有化較之另一些轉型方案是成功的cr。這種正面評價的背後有各種理

由。他們可以讚揚說，私有化是一項行政壯舉，它達到了非政治化的目標；或

與沒有私有化的企業相比，私有化改善了私營企業的業績。此外，世界銀行的

一些研究報告也得出結論說，私有化確實導致了一些企業的改制和業績提高，

例如波爾（Gerhard Pohl）等人cs以及弗里德曼（Roman Frydman）等人ct對東歐企

業的研究，或厄爾（John Earle）等人dk對俄國的研究dl。國際貨幣基金前任總裁

菲舍爾（Stanley Fischer）也認為，私有化是俄國結構改革的少數成功範例之一dm。

他這種言論與其在世界銀行的同行斯蒂格利茨的評論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公

開而明確地譴責主張私有化和另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華盛頓共識。

四　意識形態的考慮

既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評價有Ù不同尋常的分歧，學術研究人員

的發現莫衷一是，以及東歐人民強烈的反私有化情緒，在把那些政策處方用於

另一些地區時，是否有了顯著的改變？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要指出，當初給

大規模私有化提供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並沒有失去它的強勢地位，事實上

它仍然左右Ù西方學術界和投資界。因此，不管是在今天的回顧性分析中，還

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未來的政策建議中，都不太可能看到與90年

代初的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實行迅速而全面的私有化——的斷然決裂，

因為這意味Ù要脫離主流的經濟學範式。

這並不是說，學術界和國際政策團體在90年代沒有得出一些有關新政策的

教訓，或過去十年的政策試驗沒有使西方的經濟理論發生任何變化。其實，作

為美國經濟學和國際金融機構中一種霸氣十足的理論建構，新自由主義在90年

代後期也出現過分崩離析的�象，因為它針對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提

供的建議乏善可陳。就此而言，東亞的經驗動搖了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一條基

本原則——推動Ù資本流動的市場優於國家對資本市場的干預。這是因為自由

化的資本使許多國家易於蒙受投資者恐慌的傷害，從而加劇這個地區的經濟衰

退。但是，儘管發生了亞洲的金融崩潰，自由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大體上仍然

左右Ù學術界和投資者——即使他們對此有可能心照不宣。因此，儘管有東亞

在90年代經歷的麻煩，以及後共產地區的私有化和另外一系列改革受到普遍批

評，但是，把公共財產大量轉移給私人所遵行的經濟邏輯，並沒有從根本受到

真正重要的挑戰。雖然有人早就看到了前蘇聯集團一些特定的私有化案例中令

人失望的後果，但他們頂多承認自己過於相信財產轉移，因而對另一些方面的

自由化改革有所疏忽dn。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堅信迅速減少國有部門至關重要。它們

從來沒有嚴肅認真地建議逆轉私有化過程do。此外，在（以否定態度）回顧私有化

的文獻中，絕大多數作者也許主張不同的改革進程，包括強調轉移現有的企業

或是注重讓私人創立新企業，然而他們堅持認為，擴大私人所有的生產部門仍

當初給大規模私有化

提供支持的新自由主

義理論，仍然左右p

西方學術界和投資

界。儘管有東亞在

90年代經歷的麻煩，

以及後共產地區的私

有化和另外一系列改

革受到普遍批評，但

是，把公共財產大量

轉移給私人所遵行的

經濟邏輯，並沒有從

根本受到真正重要的

挑戰。世界銀行和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

堅信迅速減少國有部

門至關重要。它們從

來沒有嚴肅認真地建

議逆轉私有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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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私有部門在GDP中所佔比重

國家 1992 2000

保加利亞 25% 70%

克羅地亞 25% 60%

捷克 30% 80%

愛沙尼亞 25% 75%

立陶宛 25% 65%

拉脫維亞 20% 70%

波蘭 45% 70%

羅馬尼亞 25% 60%

俄國 25% 70%

斯洛伐克 30% 80%

斯洛文尼亞 30% 65%

烏克蘭 10% 60%

資料來源：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1

(London: EBRD, November 2001).

是改革日程中的重中之重dp。在為轉型國家的產權自由化辯護時，這些文獻大體

上一致認為，推動私有化的熱情使決策者和顧問都沒有認識到加強另一些市場

制度的重要性，而只有在這些制度所形成的環境中，才有可能實現產業改制，

讓它們重新煥發生機dq。

可見，雖然人們普遍認為私有化沒有帶來預期的直接好處，但是幾乎沒有

人否認，從長遠看私有制是能夠給衰弱的經濟帶來活力的基本要素。因此，國

際金融機構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提出的主導性政策建議，仍是減少公共部門在

經濟中的比重。然而不同尋常的是，由國際投資機構進行的一些研究，已經不

再主張把大規模私有化放在優先地位，它們建議政府創造有利於中小企業生

存的條件，即創造新的私有財產，而不是轉移現有的財產。可見，主導性的邏

輯是——與主流經濟學的範式相一致——增加私營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是不可

缺少的，其他方面的市場轉型和制度培育也同樣重要dr。中國政府通過鼓勵創立

新的私營公司以增加私營部門比重的做法，現在被普遍視為發展私營部門的一

條更恰當的途徑。

五　體制變革與私有化的成敗

難道沒有任何理由把後共產時代的私有化稱為一次成功的變革嗎？在結束

本文之前，我主張有理由這樣認為，而且不應當低估這一理由。如果認為大規

模私有化方案的成功取決於它的實現程度，那麼私有化的成功幾乎是不容置疑

的。如表2所示，截止到90年代末，私有部門在GDP中的比重有了大幅增長。

可見，在推行私有化的國家中，政府都把大量國有資產成

功地轉為私有部門，就此而言私有化是成功的。從體制變革的

角度而言，私有化也是成功的。在整個東歐地區都有證據表

明，指令經濟的產權制度確實已經轉型為資本主義的產權制

度。私有財產成了所有制的主要形式，私有財產制度已經在這

些後共產時代的國家安營扎寨。

此外，人們也許會想到，是否可以在付出更少痛苦的情況

下改變體制。換言之，人們難免會懷疑，短期的代價是否確實

不可避免，是否確實如鼓吹者所言，除了目前這種快速的私有

化以外，我們別無選擇。回顧當年，私有化的鼓吹者曾事先斷

定，如果不迅速果斷地轉向市場的話，這些經濟體將跌入萬丈

深淵。現在看來，這些說法是過於悲觀和教條了。人們當然會

懷疑，真有必要如此急迫地推行私有化嗎？很難想像，顧問們

警告不可採用的混合體制，也會造成比俄國和烏克蘭等國出現

的貧困現象更加嚴重的結果。

總之，私有化的結果並非一清二楚。這個地區的宏觀經濟

狀況沒有為經濟轉型獲得成功提供依據。大多數民意調查表

由國際投資機構進行

的一些研究，已經不

再主張把大規模私有

化放在優先地位，它

們建議政府創造有利

於中小企業生存的條

件，即創造新的私有

財產，而不是轉移現

有的財產。可見，中

國政府通過鼓勵創立

新的私營公司以增加

私營部門比重的做

法，現在被普遍視為

發展私營部門的一條

更恰當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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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私有化受到輿論的譴責，學術界對私有化的實質成果也沒有形成明確的共

識。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私有化方案完成了一個重要的核心目標：經濟體制

的轉型。但是，並非把建立持久的私有產權制度當作達到另一些目標的手段，

而是把它本身作為目的，這樣做是合理嗎？

假如這種體制變革從中長期看確實沒有帶來正面的經濟效果，那就不應當

把它視為一項成就。但是，如果私有化在頭十年�只是緩慢地產生這種效果，

而之後能夠帶來更有效的資源利用和更高的福利水平，那麼它作為一次體制變

革就是成功的。換言之，如果接受這樣一些基本假設，即私有財產從中長期看

是一種更有效率的所有制，私有財產對於民主的發展必不可少，私有化是東歐

許多國家成為歐盟成員國的必要條件，那麼對整個經濟實行的所有制變革就是

一項重要的成就。人們還必須考慮到，所有制的根本變革有可能遇到更加激烈

的反抗，對國家財產的爭奪有可能導致大量流血。然而東歐的財產轉移卻是以

迅速而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即使個別的私有化拍賣結果其後被推翻，新的體制

也將繼續存在下去。

桑迪　譯

註釋
1 對於用來評估經濟中的私有部門規模的數據，有很多文獻對此表示懷疑。例如

有些研究者批評這些數據有所誇大，因為被它們計算在內的私有企業，其實國家繼

續通過少數所有權、間接所有權或嚴格的管制而享有控制權。本文採用的標準是，

大規模私有化是否導致體制性的變革，而不是去評價有關東歐各經濟體中的私有部

門規模的官方數字。參見Jerry Hough, The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1)。

2 匈牙利是一個例外，該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產權憑證的方案。匈牙利人能夠避免

採用全民分配的辦法，既是因為它實行經濟改革要早於另一些共產國家，也是因為

民眾更願意把資產賣給外國人。

3 Financial Times, 10 November 1999, p. 1.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在後共產

時代的地區，貧困兒童已經上升到1,800萬（參見UNICEF, “A Decade of Transition”,

2001）。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都把每天的基本生活開支低於2.15美元作為

貧困線。

45　Associated Press, 19 September 2000.

6 例如，葉利欽（Boris Yeltsin）總統曾做出承諾說，私有化並不是導致幾百萬個所

有者，而是會導致幾百萬個新所有者。這使許多俄國人覺得被他愚弄了。葉利欽這

篇周年紀念講話的摘要，見Komsomolskaia Pravda, 22 August 1992, p. 2。

7 有關東歐和俄國人對包括產權改革在內的市場轉型各個方面的態度，民意比

較數據見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nos. 1-6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1990-1996)；另見William L. Miller, Stephen White and Paul

Heywood, Value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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